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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与员工工作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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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虽然众多学者认为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对员工的工作幸福具有积极影响，但是

相关影响机理尚需揭示。本研究基于71家企业347名员工的配对调查数据，揭示了支持性人力

资源管理对集体工作幸福感、个体工作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及差异性。多层次分析结果表明：支

持性人力资源管理对集体工作幸福感、个体工作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支持性人力资源管

理通过组织主人翁氛围的部分中介影响集体工作幸福感，通过组织认同和自我效能感的完全

中介影响个体工作幸福感。本研究的结论不但拓宽了旨在提升员工工作幸福的企业人力资源

管理思路，而且为企业塑造幸福型组织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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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塑造员工幸福不仅是企业伦理责任的重要目标之一（Alfes等，2012；Šarotar-Žižek等，

2013），更是企业赢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工作场所个体的幸福感既能够有效预测员工的情

感承诺、离职倾向和工作绩效，也是组织绩效改善的重要前兆（Wright和Cropanzano，2004；
Page和Vella-Brodrick，2009；Robertson等，2012；Brunetto和Shacklock，2014；Godkin，2014；
Zheng等，2015；黄亮和彭璧玉，2015）。然而，“互联网+”促进了各产业领域的升级换代甚至彻底

颠覆，众多企业加快了商业模式创新和组织变革，这必将给员工的心理幸福带来积极和消极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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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冲击。甚至，在工作场所快乐幸福的员工也可能经历热情和满足感的短期损耗（Simbula，
2010）。因此，旨在强化员工工作幸福的人力资源管理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重视（Guest，2017）。

随着对幸福的认识从特质论转向建构论，工作幸福前因研究出现了三种视角：（1）基于

Warr（1987）的维他命模型，从工作特性和关系特性两方面丰富工作幸福的前因（Guest，2017），
例如自主控制机会、技能运用机会、人际交往机会、培训与发展、外部设置目标、工作多样性、环

境清晰度、良好的报酬、安全的物理场所和重要的社会地位（Mäkikangas等，2007；Lawson等，

2009；陈春花等，2014）；（2）基于Bakker和Demerouti（2007）的工作需求—资源模型，从工作需

求和工作资源两方面挖掘工作幸福的前因（Guest，2017），例如工作负荷、情绪劳动、工作领域—
非工作领域冲突、工作自主性、关系支持、发展机会和反馈（Simbula，2010；Albrecht，2012；ter
Hoeven和van Zoonen，2015；李爱梅等，2015；Nielsen等, 2017）；（3）基于Walton（1974）的工作生

活质量模型，从情境因素和个体特质两方面寻求工作幸福的前因（Guest，2017），例如安全健康

的工作环境、成长与开发、关系整合、公平薪资、工作灵活性、个人主动性（Avey等，2009；
Kalshoven和Boon，2012；Felix等，2017；Grote和Guest，2017）。然而，个体特质、领导风格等特质

因素比较稳定，难以改变，限制了研究结论的实践指导意义；情境因素中的工作特性、发展机

会、薪资等虽能被塑造，但只有将这些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有机整合成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才能形

成独特的竞争优势。因此，探索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对工作幸福的影响非常有必要。

迄今为止，仅少数学者关注了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和员工工作幸福之间的关系，其中部分学

者认为人力资源管理能够激发员工的工作幸福感（Guest，2002；Baptiste，2008；Fan等，2014；杜
旌等，2014；Huang等，2016；Chidiebere等，2017），另外有学者发现，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对员工

工作幸福体验的影响存在双刃剑效应（Renwick，2003；Grant等，2007；Cañibano，2013；
Zhang等，2013；徐宁和李普亮，2013）。这些研究主要考察了普适性人力资源管理、战略性人力

资源管理、创新导向型人力资源管理或高绩效工作系统如何影响工作幸福感。其实，人力资源

管理系统存在组织绩效和员工幸福两个孪生目标（Turner等，2008；Brown等，2009），最大化员

工工作幸福感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并不同于构成高绩效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Baptiste，2008；
Guest，2017）。其中，高绩效（或高参与）工作系统、创新导向型人力资源管理和战略性人力资源

管理强调绩效改进，高承诺人力资源管理关注员工的组织承诺，但是促进员工幸福并非这些人

力资源管理系统的首要目标，而仅是其副产品（Alfes等，2012；Guest，2017）。因此，考察针对员

工幸福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非常有必要。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强调组织重视员工的贡献和幸

福，与幸福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具有天然的契合性。目前，少量学者实证研究了支持性人力资

源管理对员工帮助行为、情感承诺和工作绩效的影响（徐国华和杨东涛，2004；陈志霞和陈传

红，2010；田立法，2015），但是并没有揭示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影响员工工作幸福的相关机理。

鉴于此，本文首先通过理论分析提炼出六点假设，描述了组织主人翁氛围、组织认同、自我

效能感在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与集体工作幸福感、个体工作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其次，基

于71家企业347名员工的配对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多层次线性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实证

检验相关假设。实证分析验证了部分理论假设的预期，结果显示，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通过组

织主人翁氛围的部分中介影响集体工作幸福感，通过组织认同和自我效能感的完全中介影响

个体工作幸福感。最后，对没有得到支持的假设进行了讨论和诠释。

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第一，在有机整合论基础上提出了组织主人翁氛围、组织认同和自

我效能感三个中介变量，以阐明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对工作幸福感的作用机理。以前关于工作

幸福的研究从认知视角、情感视角或情境视角来解释激发工作幸福感的心理机制，但是各自处

于割裂状态，限制了对工作幸福感产生机制的全面理解。本研究从有机整合论出发所做的尝

试，有助于推动对工作幸福感产生机制的整体认知。第二，比较了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对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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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幸福感和个体工作幸福感影响机制的差异。工作幸福既涉及个体属性的“主观幸福感”和
“心理幸福感”（统称个体工作幸福感），也涉及群体属性的集体工作幸福感。以前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员工的个体工作幸福感，基本没有涉及集体工作幸福感。因此，本研究揭示的支持性人力

资源管理对二者产生机制的差异性有助于深化对工作幸福的认识。

二、  理论框架与假设提出

（一）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与工作幸福感

虽然幸福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更多地聚焦于如何激发员工的工作幸福感，但是并非

所有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均能单独促进员工的工作幸福感。Guest（2017）提炼了幸福导向型人

力资源管理实践，包括在员工身上投资（如招聘选拔、培训开发、指导和职业支持）、提供参与式

工作（如自主性和挑战性工作设计、信息提供和反馈、技能充分利用）、积极的关系和物理环境

（如健康安全优先、平等机会、多元化管理、对辱骂和侵犯的零容忍、灵活的社会交往、公平集体

奖励/高基本薪酬、就业安全）、建言机制（如广泛的双边沟通、员工调查、集体代表制）、组织支

持（参与/支持管理、参与氛围和实践、柔性的家庭友好型工作安排、发展式绩效管理）。但是，这

些单独或分散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工作幸福感仅能产生有限的影响，例如工作自主性既能

给员工带来压力也能促进工作幸福（郭靖等，2014）。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最初由Allen等
（2003）提出，是若干幸福导向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有机集成，从职业发展、福利和培训三要

素拓展为员工参与、奖赏公平、成长与培训、上级支持、就业安全等（徐国华和杨东涛，2004；陈
志霞和陈传红，2010），这些实践具有高度的互补性和一致性，能够发挥协调效应。

工作幸福存在实现论和享乐论，其中实现论关注人生的意义和自我实现，享乐论则关注快

乐的获得和痛苦的规避。因此，综合实现论和享乐论的观点，工作幸福感作为一种结果状态，其

产生主要依赖于两个关键要素，其中第一要素是积极的情感体验，它能够拓展人的身体、智力

和社交资源；第二要素是总体目标感，它为人的行动指明方向和意义（Robertson和Cooper，
2010）。一方面，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能够使员工获得“经济回报”和“心理回报”，丰富工作资

源。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带来的工作资源不但能够影响工作幸福感，例如在工作中提供领导技

能培训和培育标志性优势能够有效强化员工幸福（Xanthopoulou等，2012），而且能够通过改变

员工对角色模糊和控制的感知对工作幸福感产生影响，例如员工参与的工作设计能够减少员

工在工作中的倦怠，甚至带来工作本身的愉悦。另一方面，群体内部成员的工作幸福感存在波

纹式传染效应。集体工作幸福感建立在个体对集体整体知觉的基础之上，受到组织氛围等因素

的驱动。群体由作为成员的若干个体所组成，个体的积极情绪会感染周边的人，工作幸福感高

的个体集聚在一起，必然形成整体的集体工作幸福。因此，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不但能够促进

员工的个体工作幸福感，而且能够促进群体的集体工作幸福感。由此，得到以下假设：

假设1：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对个体工作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

假设2：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对集体工作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

（二）组织主人翁氛围的中介作用

组织主人翁氛围是一种特定指向的组织氛围，强调组织内部成员对于工作追求卓越、尽职

尽责，在工作场所关心和帮助他人、真诚合作，对组织忠诚，并视组织利益优于个人利益的整体

隐性氛围（杨燕芳，2010），包括学习进取、敬业奉献、忠诚正直、乐于助人、人际和谐、顾全大局

（杨百寅和梅哲群，2014）。根据意义建构理论，特定指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对于塑造特定的组织

氛围具有关键作用（张瑞娟，2016）。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是组织传达价值理念［即关心员工获

得的回报（心理、生理、社会感受）］的信号和载体之一，能够使员工形成共享认知，激发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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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企业为家”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使命感，强化关爱、向善的组织主人翁氛围。

员工在工作中的幸福感会受到他们对组织感知的影响，如感知的工作氛围以及预测的组

织未来发展等。虽然组织氛围看不到、摸不着，但是积极的工作氛围能够正向影响日常的促进

焦点，而持续的促进焦点能提升工作幸福感，防御焦点则会减弱工作幸福感（Koopmann等，

2016）。组织具有较高的主人翁氛围，利于员工在心理上融入群体和增强主人翁角色认知，并以

身为组织一员而自豪（刘超和付金梅，2012）。例如，海底捞公司积极营造组织主人翁氛围，让员

工感觉自己是企业的主人。在组织主人翁氛围的熏陶下，海底捞公司的员工时刻牵挂着公司的

工作事宜，工作饱和，但均有强烈的幸福感。在工作场所，众多心理幸福的个体集聚在一起，能

够激发群体的集体工作幸福感，并逐步累积而形成幸福型组织。因此，组织主人翁氛围（或集体

主义氛围）不但能够促进个体的工作幸福感（李燕萍和徐嘉，2014），而且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

群体的集体工作幸福感。由此，得到以下假设：

假设3：组织主人翁氛围在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和集体工作幸福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假设4：组织主人翁氛围在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和个体工作幸福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三）组织认同的中介效应

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重在“支持”，能够为员工提供情感性支持（如给予关心、尊重、倾听与

使其觉得被需要等）和工具性支持（如信息、资源、工具、设备及培训）（Allen等，2003；陈志霞和

陈传红，2010）。这些支持是组织主动展示对员工的投入和重视其贡献的重要信号。根据社会交

换理论的互惠原则，获得组织支持的员工会根据支持程度，形成对组织的认同感。一方面，组织

通过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对员工采取的主动措施会被员工认为是对自己的重视和尊重

（Wayne等，1997），员工在感到被尊重后，就会增强对组织的认同（Fuller等，2006）。另一方面，

员工通过比较认识到自身所处组织的优越性，对组织的支持产生积极的认知体验，就会增强对

组织的信任，即对组织形成更多的情感认同（陈志霞和陈传红，2010；Tsai，2013）。
形成组织认同的认知过程往往伴随个体的积极情感，如工作幸福感。遵循目标理论，工作

幸福感的根源之一是个人需求获得满足。组织认同高的员工往往视自己与组织为一体，并认可

自己的组织相较于其他组织在各方面都更好。强烈的组织认同使员工的多种需求（包括安全

感、亲和动机、自我提升和目标感）得到满足，从而提升他们的工作幸福感。因此，高组织认同的

员工拥有更强的工作动力和更多的工作幸福感（Siu，2002；Wegge等，2006；李燕萍和徐嘉，

2014）。由此推断，组织实施的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是员工形成组织认同的来源，工作幸福感是

员工组织认同的结果（Panaccio和Vandenberghe，2009；Shen等，2014）。依此，得到以下假设：

假设5：组织认同在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与个体工作幸福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四）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

根据班杜拉的自我效能理论，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己运用自身技能完成工作的行为能

力的自信程度，可以通过成功经验、替代榜样、口头说服和唤醒而被提升。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

在组织实施过程中能够通过多种方式提高员工的自我效能感，例如通过培训让员工反复练习

并成功地获得技能，从而提高员工的自我效能感；在工作场所向员工传达高绩效期望，充分发

挥皮格马利翁效应，提高员工的自我效能感；成长与培训（如授权和胜任力开发实践）等通过学

习目标导向影响员工的反馈询问，从而增强员工的自我效能感（Maden，2015）；员工参与计划

为员工提供成功机会，使其获得成功的经验和体验，进而提高其自我效能感。尤其是随着组织

支持力度的增大，员工不但会有一种保障感（或消除不安全感）（冯冬冬等，2008；Elstad等，

2011），而且能够增强完成工作的自信心，表现为更强的自我效能感。

依据目标理论，人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决定其幸福感，员工的工作心理幸福与目标的有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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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有直接关联。一方面，自我效能感高的员工能通过目标达成实现自我价值，获得更多的正性

情感体验。人的幸福感是自我认知的结果，受自我效能感的支配。具体来说，工作幸福感是目标

实现时体验的积极感受，自我效能感是在目标达成过程中面对挑战时体验的实现感受

（Straume和Vittersø，2012）。尤其是在集体主义的中国，人们常常将成功的原因归结于自身的

努力，因此自我效能感在员工的工作幸福感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Siu等，2007）。另一方面，

自我效能感高的员工能主动寻求工作意义和增强愉悦感。自我效能水平高的员工更关注工作

中的自由和意义体验，在工作中表现得更活跃、主动，能以自己认为有意义的方式重塑他们的

任务、关系的边界和条件，例如增加工作资源（包括关系性资源和结构性资源）和增加工作挑战

性（Clegg和Spencer，2007）。工作重塑能够帮助个体找到工作的意义，增强愉悦感和工作意义

体验，进而提升个体的工作幸福感（van den Heuvel等，2015）。综上分析，可以推断：

假设6：自我效能感在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与个体工作幸福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基于以上讨论，图1刻画了本研究的整体框架。

三、  研究设计

（一）研究程序与样本

本研究采用配对方式收集不同来源的数据，每个企业发放6份问卷，其中1份问卷由人力资

源主管填写，另外5份问卷由员工填写。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和组织主人翁氛围由公司人力资

源主管或高管评价；组织认同、自我效能感和个体工作幸福感由员工自己评定；集体工作幸福

感则由同一家企业员工的个体工作幸福感聚合而成。本研究向湖北、广东、山东、上海等地的

80家企业发出480份调查问卷，实收73家企业的问卷（共365份员工问卷，73份企业问卷），剔除

填写不完整或填写呈现明显规律性的无效问卷之后，得到71家企业的有效样本347份。其中，男

性员工占51.3%，已婚员工占58.8%，26—35岁的员工达到56.8%，拥有本科学历的员工居多（占

61.4%），工作年限在10年以上的员工仅占29.4%。

（二）变量测量

1. 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Shrm）。采用张燕等（2008）开发的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量表及

Likert 7点计分（其中，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共25个题项，包含工作保障（2个条

目）、工作环境改善（3个条目）、员工薪酬（4个条目）、员工福利（4个条目）、员工关怀计划（3个条

目）、员工培训（4个条目）和职业发展规划（5个条目）7个维度。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七因子模

型的拟合指数为：χ 2（25）=59.793，χ 2 /df=2.392，NFI=0.993，TLI=0.946，CFI=0.995，
RMSEA=0.063，说明拟合效果比较好。

2. 组织主人翁氛围（Ooc）。采用杨燕芳（2010）开发的组织主人翁氛围量表及Likert 7点计分

（其中，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该量表共28个题项，包含学习进取（5个条目）、敬业

奉献（6个条目）、帮助他人（4个条目）、人际和谐（3个条目）、顾全大局（3个条目）、忠诚正直（7个

 
图 1    研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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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6个维度。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六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数为：χ2（62）=178.151，χ2/df=2.873，
NFI=0.986，TLI=0.943，CFI=0.991，RMSEA=0.074，说明拟合效果较好。

3. 组织认同（Oi）。采用Mael和Ashforth（1992）开发的组织认同量表及Likert 7点计分（其
中，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该量表共6个题项，包括“在有人批评我所在的企业时，
我个人会觉得尴尬”“我对于别人如何看待我所在的企业感到非常有兴趣”“当我谈到我所在的
企业时，我会说‘我们如何’而非‘他们如何’”等。

4. 自我效能感（Se）。采用Schwarzer及其同事（1981）开发的自我效能感量表。该量表的中文

版由Zhang和Schwarzer（1995）修正，并采用Likert 7点计分（其中，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

同意）。该量表共10个题项，包括“如果我尽力去做的话，我总是能够解决问题的”“即使别人反

对我，我仍有办法取得我所要的”“对我来说，坚持理想和达成目标是轻而易举的”等。
5. 个体工作幸福感（Iwwb）。关于工作幸福感的内涵存在享乐论、实现论和整合论三种观点。

综合享乐论和实现论的观点，工作幸福感是在工作场所体验的积极情感和有目的的心理状态
（王佳艺和胡安安，2006）。该变量的测量采用许娟（2012）检验过的工作幸福感量表，该量表综
合了Ryff（1989）的工作幸福感（实现论）量表和Horn（2004）的心理幸福感（享乐论）量表，共
24个题项，包含情绪（2个条目）、动机（8个条目）、社会性（5个条目）、组织支持感（7个条目）、总
体幸福感（ 2个条目） 5个维度。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五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数为：
χ2（75）=172.331，χ2/df=2.798，NFI=0.960，TLI=0.912，CFI=0.976，RMSEA=0.061，表明拟合效果较好。

6. 集体工作幸福感（Cwwb）。集体工作幸福感描述群体层面现象，指工作群体作为一个整体

所体验的积极情感和自我实现的程度。集体工作幸福感采用直接共识法，由来自同一家企业员

工的个体工作幸福感聚合而成。本研究采用组内一致性γwg、组内相关性ICC（1）和ICC（2）
3个常用指标检验聚合的可行性，结果显示：γwg=0.972，ICC（1）=0.464，ICC（2）=0.984，并且组间

和组内方差之间有显著差异（F=5.199，p<0.001）。这些指标的检验结果支持数据聚合的合适性。

（三）信效度分析

采用SPSS22.0对各变量量表的信度进行检验，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组织主人翁氛围、组

织认同、自我效能感、个体工作幸福感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20、0.972、0.911、0.958、
0.924，表明这些变量具有非常高的信度。

为了确保数据有良好的区分效度，采用AMOS6.0对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组织主人翁氛

围、组织认同、自我效能感、个体工作幸福感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见表1）显示：五因子模

型的拟合效果（ χ 2 / d f=2 . 145<3，NFI=0 . 883，TLI=0 . 902>0 . 90，CFI=0 . 931>0 . 90，
RMSEA=0.058<0.08）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优于其他嵌套模型，并且在可接受的水平内。这表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

模　型 χ2 df χ2/df NFI TLI CFI RMSEA Δχ2

五因子模型（Shrm, Oi, Se, Ooc, Iwwb） 2 245.679 1 047 2.145 0.883 0.902 0.931 0.058
四因子模型（Shrm, Oi+Se, Ooc, Iwwb） 2 373.055 1 049 2.262 0.875 0.880 0.924 0.060 127.376***

四因子模型（Shrm+Ooc, Oi, Se, Iwwb） 2 455.501 1 051 2.336 0.871 0.873 0.919 0.062 209.822***

四因子模型（Shrm+Oi, Se, Ooc, Iwwb） 2 720.614 1 051 2.589 0.857 0.849 0.904 0.068 474.935***

四因子模型（Shrm+Se, Oi, Ooc, Iwwb） 2 707.404 1 049 2.581 0.858 0.850 0.904 0.068 461.725***

四因子模型（Shrm, Oi+Ooc, Se, Iwwb） 2 724.917 1 049 2.598 0.857 0.848 0.903 0.068 479.238***

四因子模型（Shrm, Oi, Ooc+Se, Iwwb） 3 185.342 1 049 3.037 0.833 0.806 0.877 0.077 939.663***

三因子模型（Shrm, Oi+Se+Ooc, Iwwb） 3 327.833 1 052 3.163 0.825 0.794 0.869 0.079 1 082.154***

二因子模型（Shrm+Oi+Se+Ooc, Iwwb） 3 608.375 1 056 3.417 0.810 0.770 0.853 0.084 1 362.696***

单因子模型（Shrm+Oi+Se+Ooc+Iwwb） 3 632.124 1 057 3.436 0.800 0.768 0.852 0.084 1 386.445***

　　注：Δχ2均是与假设的因子模型相比的结果，***表示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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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组织主人翁氛围、组织认同、自我效能感、个体工作幸福感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本研究的数据从主管及员工处收集，不同的来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为了检验本研究是否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针对组织认同、自我效能感、个体工作幸福感

实施Harman单因子检验。结果显示：单因子模型的拟合效果差（χ2/df=3.954，TLI=0.780，
NFI=0.802，CFI=0.812，RMSEA=0.102），三因子模型的拟合效果最好（χ2/df=2.871，TLI=0.880，
NFI=0.945，CFI=0.962，RMSEA=0.074）。这说明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在可控水平内。

四、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表2列出了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其中，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认同

（r=0.292，p<0.01）、自我效能感（r=0.438，p<0.01）、组织主人翁氛围（r=0.628，p<0.01）、个体工作

幸福感（r=0.378，p<0.01）、集体工作幸福感（r=0.509，p<0.01）均显著正相关；个体工作幸福感与

组织认同（r=0.681，p<0.01）、自我效能感（r=0.788，p<0.01）和组织主人翁氛围（r=0.321，p<0.01）
均显著正相关；集体工作幸福感与组织主人翁氛围（r=0.435，p<0.01）显著正相关。

（一）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影响个体工作幸福感的跨层分析

鉴于变量涉及个体与组织两个层次，本研究采用多层次线性模型HLM6.0检验支持性人力

资源管理影响个体工作幸福感的主效应和跨层次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第一步，检验

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的虚模型8。第二步，以个体工作幸福感为因变量，将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

（性别、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和工作经验）和组织层面的控制变量（企业性质、企业规模和企业成

立年限）输入回归方程，检验控制变量对个体工作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如模型9所示。第三步，以

个体工作幸福感为因变量，将所有控制变量和自变量（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加入回归方程，如

模型11所示，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对个体工作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387，p<0.001），
假设1得到验证。第四步，以组织认同为因变量，将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和组织层面的控制变量

输入回归方程，检验控制变量对组织认同的影响效应，如模型2所示。第五步，以组织认同为因

变量，将控制变量和自变量（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输入回归方程，检验自变量对组织认同的主

效应，如模型3所示，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认同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β=0.662，p<0.01）。
第六步，以自我效能感为因变量，将控制变量和自变量（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输入回归方程，

检验自变量对自我效能感的主效应，如模型6所示，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与自我效能感呈显著

的正相关关系（β=0.656，p<0.001）。第七步，以组织主人翁氛围为因变量，将组织层面的控制变

量和自变量（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输入回归方程，检验自变量对组织主人翁氛围的主效应，如

模型7所示，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主人翁氛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β=0.604，p<0.001）。
第八步，以个体工作幸福感为因变量，将控制变量和中介变量（组织认同、自我效能感、组织主

人翁氛围）输入回归方程，检验中介变量对个体工作幸福感的影响，如模型10所示，组织认同、

自我效能感分别与个体工作幸福感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然而组织主人翁氛围与个体工作幸

表 2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M SD 1 2 3 4 5 6
1 Shrm 1.940 1.184 1
2 Ooc 3.080 1.401 0.628** 1
3 Oi 3.680 1.225 0.292** 0.354** 1
4 Se 3.650 0.537 0.438** 0.430** 0.692** 1
5 Iwwb 4.380 0.834 0.378** 0.321** 0.681** 0.788** 1
6 Cwwb 3.646 0.431 0.509** 0.435** 0.556** 0.645** .732** 1

　　注：*表示p<0.05，**表示p<0.01（双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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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感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第九步，以个体工作幸福感为因变量，将所有控制变量、自变量和中

介变量输入回归方程，如模型12所示，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对个体工作幸福感的影响变得不再

显著（β=0.130，p>0.05），但是，组织认同、自我效能感对个体工作幸福感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

组织主人翁氛围对个体工作幸福感的回归系数依然是不显著的，这说明组织认同和自我效能

感在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影响个体工作幸福感的关系之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因此，假设5和
假设6得到验证，假设4没有得到数据的支持。

（二）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影响集体工作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以企业性质、企业规模、企业成立年限为控制变量，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为自变量，集体工

作幸福感为因变量，组织主人翁氛围为中介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如表4所示。第一步，

以集体工作幸福感为因变量，将控制变量输入回归方程，检验控制变量对集体工作幸福感的影

响效应，如模型3所示。第二步，将控制变量和自变量（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输入回归方程，检

验自变量对集体工作幸福感的主效应，如模型5所示，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与集体工作幸福感

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β=0.521，p<0.001）。因此，假设2得到验证。第三步，以组织主人翁氛围为

因变量，将控制变量和自变量（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输入回归方程，如模型2所示，支持性人力

资源管理与组织主人翁氛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β=0.604，p<0.001）。第四步，以集体工作幸

福感为因变量，将控制变量和中介变量（组织主人翁氛围）输入回归方程，如模型4所示，组织主

人翁氛围影响集体工作幸福感的回归模型F值为34.588（p<0.001），标准回归系数为

0.441（p<0.001），达到显著水平。第五步，以集体工作幸福感为因变量，将控制变量、自变量（支

持性人力资源管理）和中介变量（组织主人翁氛围）同时输入回归方程，如模型6所示，支持性人

力资源管理影响集体工作幸福感的回归系数从模型5中的0.521（p<0.001）下降到模型6中的

0.437（p<0.001），系数减少0.094，并且组织主人翁氛围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β=0.133，p<0.05）。

表 3    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影响个体工作幸福感的跨层分析

Oi Se Ooc Iwwb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模型11 模型12

截距项 5.198*** 6.424*** 4.090*** 4.744*** 6.199*** 2.568** 1.231*** 3.636*** 4.283*** 2.142*** 2.922*** 3.604***

控制变量

个体层面：

性别 –0.035 –0.059 0.025 0.001 0.006 –0.003 –0.006 –0.006
婚姻状况 –0.336** 0.094 –0.225 –0.213 –0.099 –0.010 –0.098* –0.010
文化程度 0.017 0.020 –0.096 –0.113 –0.093 –0.067* –0.100* –0.069*

工作经验 –0.062** –0.239*** –0.111* –0.140** –0.063** –0.031 –0.069* –0.034*

组织层面：

企业性质 0.104 0.073 0.092 0.044 0.107 0.058 0.024 0.040 0.025
企业规模 –0.151* –0.183* –0.191* –0.237** 0.098 –0.104** –0.041** –0.121*** –0.044*

企业成立年限 –0.080 –0.041 –0.094 –0.038 –0.240*** 0.001 0.029 0.020 0.027
个体层面：中介变量

Oi 0.106*** 0.109***

Se 0.237*** 0.228***

组织层面：自变量

Ooc 0.002 0.053

Shrm 0.662** 0.656*** 0.604*** 0.387*** 0.130
组内方差σ2 0.948 0.934 0.937 0.824 0.808 0.810 0.155 0.147 0.079 0.147 0.079
组间方差τ 0.551 0.428 0.296 0.761 0.579 0.263 0.134 0.100 0.018 0.056 0.016
R2

level1 0.015 0.019 0.051 0.667
R2

level2 0.308 0.545 0.447 0.440 0.714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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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对集体工作幸福感的直接影响强度下降是由组织主人翁氛围的部

分中介作用所致，假设3得到验证。

五、  研究结论、管理启示与研究展望

（一）研究结论与讨论

1. 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对个体工作幸福感和集体工作幸福感均有正向影响。这一研究结

论验证了人力资源管理对工作幸福感的积极效应，是对前人研究结论的再次补充。支持性人力

资源管理强调给予员工组织支持资源，与绩效导向型人力资源管理（如高绩效工作系统、创新

导向型人力资源管理）存在本质差异，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不但包含职业发展和培训等与高绩

效工作系统类似的维度，而且包含工作保障、工作环境改善、员工薪酬、员工福利、员工关怀计

划等，这些能够为员工提供实实在在的“获得”。因此，与高绩效工作系统或普适性人力资源管

理相比，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更能促进员工工作幸福感的提升。集体工作幸福感是从支持性人

力资源管理整体中获得的，而不是由其各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分开来唤醒的。

2. 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只有被员工认知后唤醒组织认同和自我效能感，才能影响个体工

作幸福感。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是从组织支持发展而来的，作为组织的管理工具之一，会影响

员工对组织和对自己的认知。组织认同是员工对从属于某个组织或与组织同一性的认知，自我

效能感则是员工对自己的认知。本研究发现：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能通过唤醒组织认同和自我

效能感，而影响员工的个体工作幸福感。因此，组织除了提高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的实施强度

之外，尤其要注重唤醒员工的组织认同和自我效能感，这样才能提升员工的个体工作幸福感。

3. 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通过组织主人翁氛围的部分中介仅对集体工作幸福感产生影响，

并不影响个体工作幸福感。对来自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文化背景的个体来说，工作幸福感的根

源会因为文化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其中，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工作幸福感的根源是关系和谐、任

务完成和期望实现等相关因素；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工作幸福感的根源则涉及自豪感和目标达

成等相关因素（Huebner等，2001）。强调“学习进取、敬业奉献、忠诚正直、乐于助人、人际和谐、

顾全大局”的组织主人翁氛围正好与集体主义文化中的幸福感根源相契合。因此，支持性人力

资源管理能够通过培育组织主人翁氛围而唤醒员工的集体工作幸福感。但是，长期以来，中国

表 4    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影响集体工作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变　量
Ooc Cwwb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截距 4.604*** 1.231*** 3.855*** 2.870*** 2.378*** 2.293***

控制变量：
企业性质 0.162** 0.107 0.159** 0.092 0.113** 0.099
企业规模 0.175* 0.098 –0.263*** –0.335*** –0.328*** –0.341**

企业成立年限 –0.307 –0.240*** –0.056 0.071 0.001 0.032
自变量：
Ooc 0.441*** 0.133*

Shrm 0.604*** 0.521*** 0.431***

R2 0.090 0.447 0.132 0.288 0.389 0.399
调整R2 0.082 0.441 0.124 0.280 0.382 0.390
ΔR2 0.090 0.358 0.132 0.156 0.257 0.010
F 11.245*** 69.209*** 17.382*** 34.588*** 54.429*** 45.24***

ΔF 221.423*** 74.963*** 143.851*** 5.574*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与员工工作幸福感

87



人存在攀比心理，喜欢通过“胜过”别人来彰显自我的不同，进而获取自我心理满足。依据社会

比较理论，个体的工作幸福感主要来自比较，由周围的环境所决定的，这与攀比心理存在天然

的契合。随着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的实施，组织主人翁氛围促进了所有员工整体工作幸福水平

的提升。个体的工作幸福感随着周边人群幸福水平的提升而水涨船高，自然难以形成优越感。

因此，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通过组织主人翁氛围并不能唤醒个体的工作幸福感。

（二）管理启示

1. 管理者实施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不但要提供实实在在的有形“获得”，而且要营造主人

翁组织氛围，以维系集体工作幸福感的“水涨船高”。工作幸福既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一蹴

而就的，需要有形投入和无形投入来维系。因此，实施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不能空喊口号，而要

真真切切惠及广大员工，实实在在的有形获得必然带来集体工作幸福感。当然，随着集体工作

幸福感的提升，维系幸福感的有形投入在一定程度上也会跟着水涨船高。但是，管理者通过支

持性人力资源管理提供实实在在的有形投入，将企业的关怀传递给所有员工，员工心理上就会

把企业当作自己的“家”，进而逐步形成“家”文化氛围。只有“家”文化如春雨般浸润员工的心理

感受，使员工产生归属感与成就感，才能在潜移默化中维系水涨船高式的集体工作幸福感。

2. 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只有被转化成员工的获得感，才能促进个体的工作幸福感。对于个

体来说，获得感是工作幸福感的重要前提，工作幸福感是获得的重要目的，获得感带来的影响

甚至比实际获得对个体工作幸福感的影响更大。个体工作幸福感不会凭空而来，需要有更多获

得感来转化。获得感也不会从天而降，它源自于企业实施实实在在的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当

然，“获得感”包含“给”与“得”的意义建构过程，关注个体对有形给予的主观解释，涵盖“归属

感”“荣誉感”和“成就感”。对企业来说，要改变单纯通过实施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的“给予”就
一定要马上见效的急功近利心态，要更关注员工对“得到”的主观感知。尤其是组织认同和自我

效能感是员工工作幸福管理中的重要中介，应该受到组织的重视。一方面，组织认同是员工在

实实在在的获得基础上形成的“被尊重”“受重视”的归属感，能够提升个体的工作幸福感。进入

人力资本时代，未来的组织是事业合伙人的平台，员工被视为合伙人，其工作幸福感根源于对

企业文化、价值观和平台事业的认同。因此，管理者可以有针对性地实施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

来增强员工的组织认同，例如鼓励员工参与管理、构建温馨的组织文化、注重员工自身价值的

实现等。另一方面，自我效能感是员工在获得之后成就感增强的表现之一，可以唤醒个体工作

幸福感。组织可以开展有针对性的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来唤醒员工的自我效能感，例如在员工

招聘中注意应聘者过往是否具有成功的工作经验，在新员工培训中注重培养员工的自信心，在

日常管理中适时运用积极反馈、社会认可和心理辅导等，以增强员工的个体工作幸福感。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的局限之处在于：第一，尽管本研究采取配对法采集数据，尽力确保数据不同源，但

是得到的横截面数据仍然可能导致检验结果的说服力较为有限。第二，本研究将支持性人力资

源管理设定为一个整体变量来进行研究，没有检验其所包含的各项实践活动及其内部匹配是

如何影响工作幸福感的，这可能制约相关结论对企业的指导价值。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点

着手：第一，多时点收集纵向数据，将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影响员工工作幸福的研究转化为长

期动态的追踪研究，从而得出更可靠、能更好地解释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与工作幸福感之间内

在关联机理的研究结论；第二，继续拓宽思路寻找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影响集体工作幸福感的

其他中介变量，通过质化研究和案例研究挖掘其他潜在变量，并采用大样本数据加以检验；第

三，检验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各实践活动的内部匹配对个体工作幸福感的影响，并引入个体特

征作为调节变量，揭示相关影响机制及作用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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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tage. Therefor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aiming at enhancing employee work-related
well-being,  has  gradually  become a tendency for  many corporations.  Supportiv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HRM) embodying the concern of organizations for their employees’ contribution and
well-being  corresponds  naturally  to  well-being-oriente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With  the
understanding of well-being from trait theory to constructivism, many scholars have made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antecedents of workplace well-being, according to Warr’s
（1987） vitamin model, Bakker and Demerouti’s （2007） JD-R model and Walton’s （1974） quality of
work-life model. Although some scholars agree that SHRM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employees’ work-
related well-being, it still needs to reveal how SHRM affects employees’ well-being in the workplace.
        In terms of research method, the pairing method is used to collect data from different sources. Each
corporation is issued six questionnaires, one of which (including SHRM practices and organizational
ownership climate) is assessed by HR directors and five (including individual’s work-related well-being,
self-efficacy and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re assessed by employees. Collective work-related well-
being is aggregated by individual work-related well-being in the same corporation. Based on a sample of
347 employees from 71 companies, it reveals how SHRM exerts different influences on collective and
individual work-related well-being respectively by using multi-level linear model.
        It arrives at the findings as follows: SHRM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well-
being in the workplace. Employee’s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self-efficacy fully mediate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RM and individual work-related well-being. Meanwhile, SHRM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collective work-related well-being, but no impact on individual work-related well-
being through the part mediation role of organizational ownership climate.
        It ha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rise in collective work-related well-being,
managers should implement SHRM to create organizational ownership climate as well as to provide real
tangible gains. SHRM can promote individual work-related well-being only through being transformed
into an employee’s sense of gains. These implications can broaden the thinking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iming to enhance employees’ work-related well-being, but als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ose corporations to create happy organizations.
        So it makes main contributions: firstly, three mediating variables (i.e., organizational ownership
climate,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self-efficacy) are proposed to clarify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SHRM on work-related well-being based on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theory; secondly, it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work-related well-being by comparing the impact mechanisms of SHRM on collective
and individual well-being in the workplace.
        At last, it also points out the limitations. Firstly, the use of cross-sectional data may result in a
limited persuasiveness of these conclusions. Secondly, it may restrict the guiding value of our findings
to set SHRM as a whole variable because it has not revealed how various SHRM practices and their
internal matches affect work-related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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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self-efficacy;  employee work-related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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